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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漢代賦論「美頌」精神之缺失 

于浴賢
＊ 

摘 要 

漢大賦的創作，表現為以頌揚為主旨而不忘諷諭的內容特點，服膺於

「美刺」兩端的詩教精神。然而，漢代賦論卻無視其頌美的內容及意義，

直以「虛辭濫說」加「諷諭」的批評模式，對其多有微詞，多加貶斥，表

現出「美頌」精神的缺失。賦論的此種現象緣於賦作家、讀者及批評家三

者活動目的、意義的錯位。這種錯位造成了漢代賦學批評始終爭論不休，而

漢賦否定論長期占有相當市場，並使大賦創作始終頂著巨大壓力負重前行。 

關鍵詞：漢大賦、賦論、詩教觀、美頌與諷諭、偏移與缺失 

                                                   
＊ 于浴賢現職為泉州師範學院之文學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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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在漢代從「六藝之附庸，蔚成大國」，成為一代之文學。賦家被視為

有大學問、大才華之士，作賦、誦賦、獻賦為高尚之舉，並可得官；賦在

漢代有著崇高地位，堪稱「天之驕子」。然而，賦在漢代又是爭議最大、非

議最多的一種文體。縱觀漢代，賦的創作與賦學批評之間始終在一種不協

調的狀態上抗爭、博弈並發展著。漢人對賦的論爭與非議，關鍵問題在哪

裏？長期以來，學界多有探析，並普遍認為，漢人論賦爭議的焦點在於「諷

諭」，以賦中「諷諭」之有無多寡來認定漢賦的價值：認為漢賦有諷諭的，

就加以肯定；認為漢賦缺乏諷諭的，則加以否定；也就是說關鍵在於「刺」。

筆者則認為，漢代賦論爭議的焦點實質在於「美」！漢賦篇篇有諷諭，「美

刺」詩教觀之「刺」在賦中有明確表達，諷諭之有無不是爭議的問題，爭

議的關鍵在於「美頌」，在於漢代賦論對賦之美頌的認同與否的問題。由於

頌美是漢賦（尤其是大賦）創作目的及主題立意之所在，美頌一旦遭遇冷

落與漠視，諷諭必然大打折扣，則賦的價值也自然受到質疑了。本文將對

此加以闡釋，以就教於方家。 

一、「美刺」詩教觀在漢代之確立 

「美刺」詩教觀的確立，是漢儒在繼承總結先秦詩學思想的基礎上為

適應當代社會文化建設的需要所創立的學術思想新成果。《漢書•禮樂志》

載：「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1

漢初，百廢待舉，禮樂文化建設迫在眉睫，先秦「詩教」「樂教」的積極意

義給漢人以重要的思想文化啟示和借鑒，他們急需從先秦的文化遺產中尋

找實證材料和理論依據。「漢興，改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

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

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2當此之際，漢人奉《詩》

三百為經典，在傳《詩》序《詩》中構建起漢人的「詩教」理論。正如史

傳所載：「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

《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3孔子論《詩》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4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同上註

                                                   
1 ﹝漢﹞班固：《漢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 年），頁 121。 
2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頁 315。 
3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頁 317。 
4 孔子：〈論語‧為政〉，收於﹝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卷 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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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7，《陽貨》頁 619）漢儒從先賢先聖的智慧中獲得了啟發，大力倡導「詩

教」精神。《毛詩序》認為《詩》三百的作用在於「經夫婦，成孝敬，厚人

倫，美教化，移風俗。」5對於人倫教化以及禮制觀念的養成具有十分積極

的意義。所謂「人倫」「孝敬」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嚴格的等級尊卑

觀念；在此基礎上恪守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三綱五常之禮。《詩》

三百擔負著十分重大的社會教化責任：「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同上註）詩用於抒發民之情性，而情性

的抒發既要符合禮儀規範，又有助於宣揚君王之德澤。在儒學視域下，《詩》

三百具有教化、諷諭和頌美的作用，它承擔起經學的教育任務。以此為楷

模，詩文等各類文章形式同樣應具備「美刺」尚用的教化功能。這就是漢

儒所確立的以「美刺」為核心的詩教觀。 
「美刺」詩教觀得到漢儒多方面的闡釋而不斷被強化，因此被廣泛接受。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6對

《春秋》著述思想十分推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之國，繼絕

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宗也。」（同上註）《春秋》之所以符合禮義就因

為它敢於頌美懲惡。「《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譏刺

而已也。」（同上註，頁 761）刺弊旨在勸誡，固然重要，而頌美又是不可

缺少的。以「美刺」精神衡量《春秋》，給予高度評價。司馬遷又以「美刺」

精神指稱當代曰：「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同上註）描繪概括了西漢中葉以

來社會穩定發展，國力強盛，萬國來朝，聲威遠揚的盛世景觀，以及置身

於盛世的人們是怎樣以自豪和歡欣之情傾力謳歌，以表達他們內心的感

情。這種「力頌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乃出自他們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

決非諛頌。「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聖明而德不布聞，有司之

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

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同上註）他認為國有明君勝績而不頌揚，這是臣

子的失職。司馬遷正是秉承「美刺」精神寫史的，故《史記》一書「不虛

美，不隱惡」，確實如他所說的「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表現了極強的

曆史精神和實錄精神。東漢鄭玄作《詩譜序》進一步強化了美刺詩教觀，

曰：「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7既要「頌德」，

                                                   
5 〈毛詩序〉，收於﹝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2。 
6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760。 
7 ﹝漢﹞鄭玄：〈詩譜序〉，收於﹝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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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須「刺過」，充分肯定「美刺」的作用。又說：「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

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同上註）頌聲興盛而成為《詩》之正經，此乃天下大治的景觀再現，是

令人振奮鼓舞的，並為後代學者士大夫所津津樂道，奉為典範；此為治世

之音，不頌而何？鄭玄又說：「……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

眾國紛然，怨刺相尋。」（同上註）盛衰變化，詠歌之聲自然變化，正如《毛

詩序》所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基於詩歌對現實社會的真實反映，故頌美刺惡，

頌盛刺衰，乃是詩歌的基本要求。頌美頌聖不為諛，刺惡譏弊亦為忠，正

是漢代「美刺」詩教觀的精神。 
漢儒「美刺」二端的詩教觀，一直為後代儒生學者所繼承。宋代朱熹

《詩集傳序》曰：「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

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

程而不可易者也。」8所謂「雅」，即周王畿之樂歌；所謂「頌」，即宗廟祭

祀之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之於神明者也」，多為頌美之詞；而

朱子肯定它們，推崇其為萬世之法程。至於譏刺之詞，同樣得到肯定，曰：

「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

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同上註）

朱子論詩秉持的就是「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詩學理論，亦即「美刺」

詩教精神。可見「美刺」精神在後世學術文化領域中的深遠影響。 

二、「美刺」在賦論中遭遇的尷尬 

伴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確定和「美刺」詩教觀的形成，作為有漢「一

代文學」的漢賦（尤其是大賦），必然自覺服膺儒學精神，在詩教觀的框架

下進行創作，很好地履行文章之「美刺」職責。一方面它頌美頌聖，再現

兩漢盛世景觀，表現對帝國強盛的頌揚。如司馬相如作《子虛賦》《上林賦》，

其所展示的從一方諸侯之富有，到漢天子所擁有的廣袤土地與富饒的物

產，從貴族諸侯王之驕奢到漢天子無可比擬的聲威，極盡鋪張揚厲，表現

了對漢帝國繁榮強盛的頌揚，對統治者功業德澤的贊美與謳歌。又如班固

《兩都賦》，無論對東都洛陽還是對西都長安的描繪，都廣涉京都之建築豪

華、人口眾多、街市繁榮、京畿富庶、士庶佚樂等等，再現兩朝帝都繁榮

富庶的景觀。帝都之繁榮，正是封建帝國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一個縮影，

作家的自豪贊美之情盡在其中。這些描寫符合於「雅頌」精神，所謂「美

                                                   
8 ﹝宋﹞朱熹：〈詩集傳〉，收於《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7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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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之神明者也。」賦不用於祭祀，而用於「奏御」，

獻賦誦賦。「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

炳焉與三代同風。」9自漢武之世，封建王朝步入了盛世時期，賦家對漢帝

國盛世景觀、君主的功業進行的藝術再現，既滿足了封建統治者好大喜功

的心理，同時也為一代王朝「潤色鴻業」。如此頌美效果，是符合封建統治

的需要，符合盛世文化建設的需要的。故當代學者概括漢大賦特點是「以

頌揚為宗，以宏麗為美」是相當恰切的。與此同時，漢大賦於結篇處往往

「曲終奏雅」，歸引於諷諫。如《上林賦》在鋪敘、誇飾漢天子上林苑田獵

遊觀宴飲之排場、威儀及佚樂之後，筆鋒一轉寫漢天子幡然醒悟，曰：「嗟

乎，此大奢侈！」於是下令撤宴罷獵，毀牆解禁，讓百姓在上林苑漁樵狩

獵，墾荒種地；君主與民休養生息。班固《兩都賦》的篇章結構是，在分

別盛贊東、西都之繁榮富庶之後，東都主人「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

之法度」；（同上註）即以「今上」踵武先王德澤，遵循先王禮制治國，而

不追求聲色之樂以壓倒西都，表達了對當朝統治者應重視法度治國的諷

諫。揚雄作四大賦，篇篇闡明諷諫目的：「奏《甘泉》以諷」；10「上《河東

賦》以勸」；（同上註，頁 863）「因《校獵賦》以諷」；（同上註，頁 864）《長

楊賦》則是「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同上註，頁 866）漢大

賦運用「曲終奏雅」的結構形式，體現出「主文而譎諫」的詩教精神。賦

在頌美的基礎上，不忘對「君上」、對貴族統治者敲敲警鐘，希望他們既要

看到盛世與功績的一面，同時應保持清醒頭腦，不可忘記為君治國的根本

要務，如勤政愛民，崇儉抑奢，重禮法制度建設等等。也因此，當代學人

或稱「宏麗」與「諷諭」為漢人賦學觀的核心內容，不無道理。綜上可見，

作家以賦為用世手段，通過「宏麗」的美學追求，以達成既「頌揚」又「諷

諭」的用世效果。他們忠實地履行「美刺」的詩教精神，體現出鮮明的社

會責任意識。 
然而，有美有刺，全面實踐「美刺」精神的漢大賦，在漢代賦論家的

話語中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認同與重視，不少賦論家對漢大賦的美頌精神和

內容視而不見，因此對漢大賦多加指斥與否定。 
漢代賦論伴隨著漢賦的發展繁榮而產生，並開啟後代賦論之先河。就

目前可以看到的資料，司馬遷是評價漢賦的第一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評相如賦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

                                                   
9 ﹝漢﹞班固：〈兩都賦序〉，收於﹝唐﹞李善注，﹝梁﹞蕭統：《文選》（北京：中華書局，

1977 年）卷 1，頁 22。 
10 ﹝漢﹞班固：《漢書‧揚雄傳》，頁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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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異？」11司馬遷對相如賦的評價，一是指出其「虛辭濫說」的表現手法及

體式特點，即運用子虛、烏有、亡是公等虛構的人物故事，輔以鋪采摛文、

誇飾之詞，形成文辭藻麗、氣勢宏大的文章體式。司馬遷對相如賦的語言

詞采及體制特點的概括基本準確而略含不滿。二是引之節儉，歸於「諷諫」。

從世用意義上肯定作品的價值。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又說：「《子

虛》之事，《上林》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諷諫，歸於無為。」（頁 768）
再一次指出相如賦「靡麗多誇」的表現特點及「諷諫」意義。司馬遷論漢

賦從形式和世用兩方面入手，對漢賦的形式雖有微詞，但因其具有「諷諫」

意義而忽略不計，予以肯定。司馬遷的賦論觀點是值得注意的，其間頗有

語焉不詳之處。所謂「虛辭濫說」僅是表現形式嗎？賦之「虛辭濫說」所

表達的是什麼內容？賦作是在什麼樣的鋪敘內容的基礎上引為節儉，達成

「諷諫」旨意的？這個問題似乎從來沒有人質疑過。就司馬相如代表作《子

虛》《上林》二賦而言，大量篇幅的鋪采摛文，旨在於描繪漢帝國遼闊的疆

域、富饒的物產，渲染誇耀貴族統治者顯赫的地位和威儀，正是借助「虛

辭濫說」的形式，表達頌聖頌美之情。《子虛》《上林》問世之後，從西漢

一直到東漢，賦家陳陳相因，莫不以此為楷模，構成漢大賦基本的體制形

式及內容特點。司馬遷論賦，以「虛辭濫說」遮蔽消解了漢大賦頌美的內

容，而「頌美」又恰恰是漢大賦的主體內容和旨意所在！在司馬遷的論賦

話語中，漢大賦的體制內容即是「虛辭濫說」加「諷諫」的模式；更何況，

這個「諷諫」僅僅是一條「光明的尾巴」而已！那麼在賦論家的眼中，漢

大賦自然沒有多少「真實有用的東西」而得不到好評了。雖然司馬遷論賦，

以其具有「諷諫」意義而給予肯定，但他的「虛辭濫說」加「諷諫」的批

評模式，則一直為漢人賦論所本；而對漢賦頌美內容的接受，也從此在西

漢的賦論中缺失，直到班固才重新拾回。然而，傳統賦論的思維及批評模

式始終在賦學批評中占據優勢，致使對漢大賦的批評，歷代而下褒貶之聲

爭議不休，而大賦創作始終頂著巨大壓力負重前行。 
《漢書•王褒傳》載漢宣帝論賦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

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樂耳目。辭賦比

之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12此與司馬

遷賦論相比，有同有異。司馬遷對漢賦「虛辭濫說」、「靡麗多誇」略有微

辭，但基本略而不論，而於漢賦「歸於諷諫」一點加以肯定。漢宣帝既肯

定漢賦有「仁義諷諭」之義，又肯定漢賦「靡麗多誇」的詞藻及表現形式

是「辯麗可喜」，如綺縠、如鄭衛之音，可以「虞悅耳目」和「鳥獸草木多

                                                   
11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684。 
12 ﹝漢﹞班固：《漢書‧王褒傳》，頁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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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之觀」，肯定其藝術形式的審美價值及名物內容的認識價值。漢宣帝從華

美形式到諷諭意義兩方面對漢賦予以肯定，已具備了從文學藝術美的角度

來解讀評價漢賦，實在難能可貴。盡管這樣，漢宣帝仍然沒有擺脫司馬遷

「虛辭濫說」加「諷諫」的批評模式，雖然他對二者均予以肯定，但對賦

「辯麗多誇」所表達的頌美頌聖內容、潤色鴻業的意義，同樣未正面涉及，

且無明確認識。 
漢代賦論到揚雄手中，則把前人「虛辭濫說」加「諷諭」的批評模式

引向了極端，不但與漢宣帝的觀點相距甚遠，與司馬遷的觀點也大相徑庭。

揚雄《法言•吾子》載：「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

已，吾恐不免於勸也。』」13連賦的諷諭效果都加以質疑了。《漢書•揚雄傳》

載：「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矩衍，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由是言之，賦勸而不

止，明矣。……於是輟不複為。」（頁 870）他對賦的認識與司馬遷相同處

在於，從「麗靡之辭」與「歸於諷諫」兩點著眼；不同的是認為「麗靡之

辭」大大抵消了諷諭效果，副作用是很明顯的，從兩個方面對賦做全面批

評，並以「輟不複為」對賦予以否定。 
揚雄把漢代賦論之偏見引向了極端，而班固則見識獨到，將賦論推向

一個嶄新的高度。班固論賦突破了自司馬遷以來局限於「虛辭濫說」與「諷

諭」的思維定式，明確發掘並肯定「賦頌」內容，提出「賦頌」觀點。他

認為自「武宣」之世，國家制度建設完備，文化繁榮，封建帝國日益強盛，

士大夫文士「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紛紛作賦獻賦；「或以抒下情而通諷

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14指

出漢賦創作適應了盛世文化建設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需要，或頌聖頌美，

或抒情諷諭，真正體現了《詩經》雅頌精神，極好地履行了「美刺」的職

責。至此，長期以來被「虛辭濫說」所遮蔽的漢賦之「頌美」內容及社會

價值，終於得到認識和肯定，並確立其應有的地位。漢賦之「美頌」內容

一旦被認識，賦的價值和意義也隨之得到了肯定。那些認為賦「以辭害義」

「勸而不止」之論調也就站不住腳了。班固是第一位對賦的美刺特點給予

充分認識，並對賦的價值意義做全面肯定的人。 
賦的頌美特征被揭示之後，它的命運又如何呢？班固之後賦頌的觀念

得到進一步認識，並把它與「世用」結合起來，成為論賦標準。與班固同

時的王充，在他的《論衡》中多次論及「賦頌」，曰：「今尚書郎班固，蘭

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

                                                   
13 ﹝漢﹞揚雄：〈法言‧吾子〉，收於《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第 7 冊，頁 4。 
14 ﹝漢﹞班固：〈兩都賦序〉，收於﹝唐﹞李善注，﹝梁﹞蕭統：《文選》卷 1，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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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15這裏的「賦頌」應該有二層

含意，一是「賦」、「頌」各為文體，二體名異實同。王充肯定班固、楊終、

傅毅等人包括「賦、頌」在內的文章是「文辭斐炳」，「並比以觀好，其美

一也」，予以充分肯定。二是，賦頌之「頌」，又含有頌揚之意。漢人很清

楚賦具有頌美特征，只不過一些賦學批評者不願意承認這一點，而把注意

力集中於「諷諭」之上。漢人往往辭、賦連稱，賦、頌並舉。如以上論述

中「賦象屈原、賈生」，將屈原之楚辭與賈誼之賦統稱「賦」。又如《史記•

司馬相如列傳》曰「景帝不好辭賦」，（頁 672）《漢書•賈鄒枚路傳》曰「梁

客皆善屬辭賦」，（頁 511）都是辭賦不分。以賦為頌，或賦頌通稱者，又往

往可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大人賦》為「大人頌」，《漢書•王褒

傳》稱《洞簫賦》為「洞簫頌」，即是賦頌體同稱異的實證。王充《論衡•

定賢》曰：「以敏於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

麗而務巨，言渺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

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16王充清楚指出了

司馬相如、揚雄賦的頌美內容，然而他又認為頌美過甚，必將令人是非莫

辨，失去務實精神，無益於教化。王符《潛夫論•務本》曰：「詩賦者，所

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

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素見怪於世。……而長不誠言

者也。」17與王充同調。可見班固之後，從王充到王符等人，雖見到大賦的

頌美特點，但基本上還是停留在「虛辭濫說」的層面上做簡單武斷的批評，

並未真正認識到大賦「頌美」的內容及其社會文化意義。 
直至王延壽出現，班固的賦頌觀點才真正得到繼承和光大。王延壽《魯

靈光殿賦》序曰：「……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

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18王延壽的論賦與班固一脈相承。他認為

賦的創作在於借助辭藻以鋪陳事物，彰顯事功，宣揚德音。在這裏，所謂

「虛辭濫說」成了「存功績」之辭，「昭德音」之聲！他從正面肯定賦的「頌

美」價值，對班固的「賦頌」觀點進一步強化。班固之後諸家在認同「賦

頌」的同時，多強調其「虛詞濫說」之弊，以致於回到了揚雄、司馬遷的

老路上去。而王延壽則全面肯定了賦頌的內容特點及價值，表現出對班固

賦論的接受與認同。 

                                                   
15 ﹝漢﹞王充：〈論衡‧案書〉，收於《諸子集成》第 7 冊，頁 277。 
16 同上註，頁 262。 
17 ﹝漢﹞王符：〈潛夫論‧務本〉，《諸子集成》第 8 冊，頁 8。 
18 ﹝清﹞嚴可均：《全後漢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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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見，漢人論賦，表現出兩大思路四種觀點：思路一，即「虛辭

濫說」加「諷諭」的批評模式。此又分為三。一是認為賦雖虛辭濫說，靡

麗多誇，但能引之諷諭，還是可取的；司馬遷、漢宣帝等持此論。二是認

為，賦雖歸為諷諭，但虛辭濫說影響了諷諭效果，勸而不止，故大為不滿，

大加否定；揚雄持此論。三是認為，漢賦有頌美，有諷諭，但虛辭濫說，

誣枉不實之辭太多，則非雅正，影響了它的世用價值。王充、王符持此觀

點。此一觀點實際上並沒真正給予「美頌」以應有的地位，仍然陷入「虛

辭濫說」的窠臼。以上的批評模式，以「虛詞濫說」掩蓋「頌美」內容，

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若非論賦者有意回避，即是對「美刺」二端認識及實

踐的偏移。思路二，持「頌美」加「諷喻」的批評形式。認為賦的內容有

頌美有諷諭，與雅頌同，與《詩經》同，符合「美刺」詩教精神，故給予

全面肯定。至於「虛辭濫說」，只是表現形式，借此形式表現頌美內容才是

漢賦的主旨所在。班固、王延壽為其代表。漢代賦論思路之二種，前者偏

頗明顯而後者較全面中肯，差距的關鍵在於對漢賦頌美內容及價值的認同

與否。從「美刺」在賦論中遭遇的尷尬中可見，漢代賦論所秉持的詩教觀

偏執一端，只見「刺」之作用，而無視「美」的價值。漢代賦論之偏頗在

於對大賦頌美意義認識的缺失。 

三、賦論「美頌」精神缺失成因探析 

從「美刺」詩教觀在賦論中遭遇的尷尬可見，漢人論賦重諷諭、尚世

用，而「頌美」一端似乎沒有多少地位，雖偶或被提及，並推至與諷諭相

提並論的位置上，但很快又被排擠到了邊緣，為「虛辭濫說」的陰影所遮

蔽。為何「美刺」詩教理論在賦論中難以確立，致使漢賦長期蒙受太多的

非議？筆者以為原因有種種。 
其一，作者與讀者關注點的錯位失衡所致。漢賦作者在炎漢盛世的時

代精神的鼓舞下，自覺擔當起「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歷史使命，他們

以滿腔熱情對漢帝國的社會文化、禮樂制度，以及都邑建築、物產品類等

社會政治及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鋪陳描繪，謳歌贊頌，表達了對封建

社會第一個盛世的禮贊，對君主功業德澤的頌揚，這是賦家的創作目的，

也是賦作內容和立意之所在。正如班固所云：「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

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

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

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19描述的就是這種創作的盛況。當然

                                                   
19 ﹝漢﹞班固：〈兩都賦序〉，收於﹝唐﹞李善注，﹝梁﹞蕭統《文選》卷 1，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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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家在全面展開頌聖頌美創作的同時，往往於篇末歸於諷諫，以形成「美

刺」兼顧的文章格局。但必須明確，篇末的諷諫絕對不是賦作的主體意義，

頌美才是賦的主要內容和目的。 
從讀者的角度看，當他們誦讀著辭藻華美、氣勢酣暢豪邁、充滿頌美

情感的賦作時，必然被大賦所描繪的盛世景觀所深深吸引，並引起強烈的

感情共鳴；讀者的盛世豪情和驕傲自得的心理，在此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因此，漢武帝讀了《子虛賦》有「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之歎；（《史記•

司馬相如列傳》頁 672）讀《大人賦》則「飄飄有淩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

意」。（同上註，頁 682）漢賦以其華美的藝術形式和鮮明的社會現實內容贏

得了讀者的歡迎和喜愛。當此之際，對君主而言，他正沉浸在賦頌內容所

喚起的好大喜功的心理滿足之中，對於篇末的諷諫並不在意；對於士大夫

文士讀者而言，勤政愛民，崇儉抑奢的勸誡，那是君王之事，他們更願意

接受的是盛世境況的再現。故司馬相如獻《大人賦》欲諷，結果欲諷反勸；

或賦之諷諭雖在而「覽者已過矣」，讀者對諷諭意義表現漠然。這就是賦家

的創作實踐與讀者審美接受的偏移。這種審美接受的偏移，說明了漢賦這

種美麗之文不可抗拒的藝術感染力。當然，也因此引起了賦論家的擔憂，

並成為漢賦批評者的口實，引起他們對大賦世用價值的懷疑。然而，這一

現象的責任並不在賦作家身上，也並非賦之過。讀者對漢賦內容接受的偏

移，究其原因，應是漢代盛世文化影響的結果。 
其二，賦作家的創作意圖與賦論家批評標準的錯位。賦作家的創作重

在頌美頌聖，而賦論家卻注重諷諫。賦家重在頌美，故以鋪采摛文，體物

寫志，「極聲貌以窮文」的表現手法達到摹狀盛世景觀，表達頌美之情，這

是所有賦家共同的創作途徑。而賦論家由於重世用、重諷諭，故對頌美之

詞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並以「虛辭濫說」予以指稱和批評。這裏體現

了作家與批評家用世手段與目的的不同，也反映了他們的思想、氣質之差

異。賦作家富有熱情和浪漫氣質，生當盛世，他們更多地對炎漢帝國寄予

希望和憧憬，頌美成為漢賦創作的用世追求。批評家更具有冷峻的思想和

面對現實的精神，更多看到盛世背後的種種危機和弊端，諷諭刺世成為他

們時刻不忘的社會責任。漢代一些士大夫文士，既是賦作家又是賦論家，

在他們身上就表現出角色的明顯差異。如揚雄，少好辭賦，尤其推崇司馬

相如賦之「弘麗溫雅」，「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20 
其大賦之作，「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同上註，頁 870）在「虛辭濫說」的形式中表達頌美之情，

                                                   
20 ﹝漢﹞班固：《漢書‧揚雄傳》，頁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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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著諷喻之意。揚雄對司馬相如賦的學習模仿取得了極高成就，深得時

人的贊譽。然而晚年的揚雄，閱歷既深，對漢王朝的種種社會弊端有了更

深刻的認識和思考，反觀年輕時寫下的賦作，覺得歌頌太過，於世無補，

因此對大賦給予尖銳的批判和否定。在揚雄身上，很能反映出賦作家與賦

論家氣質、思想、立場、賦學觀的差異。又如，王充作為一位正直的士大

夫、思想家，他秉持「疾虛妄」的宗旨，指陳時弊，批判現實，寫作《論衡》

一書，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然而他以「疾虛妄」的態度來

對待漢賦「宏麗」的形式和頌美的內容，必然是格格不入，並持以否定態度

了。賦作家重在頌美，而賦論家旨在諷諭，二者對賦的期許的錯位顯而易見。 
其三，作家的審美追求與批評家的經學意識相左。漢賦的創作標志著

文人有意為文的趨向。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

天子之上林乎？」明確表明對「巨麗」之美的追求。司馬相如談作賦方法

是：「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

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21作賦須追求「綦組」「錦繡」「經緯」

「宮商」之美。賦家創作打破時空界限，極盡飾誇和想象，以形成恢宏氣

勢和巨麗之美，因此給讀者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漢宣帝認為，辭賦「辯

麗可喜」，如「綺縠」、如「鄭衛之聲」，足以「娛樂耳目」。揚雄描繪賦之

鋪陳特點及華美形式是：「極麗靡之辭，閎侈矩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巨

麗」「宏麗」是漢賦創作的美學追求；賦家借宏麗之文以表達頌美之情。賦

論家則以自覺的社會責任意識，要求賦的創作更多地承擔起社會批評責

任，而不僅僅作一點曲終奏雅的批評姿態。至於「巨麗」之美，既是「虛

辭濫說」，無益於諷諫，無補於世用，自然在否定之列。賦論重諷諭而排斥

頌美，僅見「虛辭濫說」而不見「頌美」的功用；並由此帶來了對漢賦評

價的偏見，以致造成漢賦否定論長期以來占有相當的市場。漢賦無罪，罪

在賦論之偏頗。這是必須澄清的事實。 
面對漢賦，由於作家、讀者、批評家三者活動的目的意義、自身的角

色意識、思想觀點之間的偏移，難以榫接，故我行我素，各自在自己的軌

道上運行，或若即若離，始終沒有找到交叉點。其間或有個值得注意的現

象，那就是，在漢代賦壇上，多有集作家、讀者、批評家於一身者，但這

並非漢賦創作與賦學批評和諧統一的表徵。他們作賦、讀賦、論賦，多種

角色或統一、或分離，最終形成對漢賦的一種態度：或肯定支持或否定批

評。其間現象有幾種，一是作家和批評家的角色分離，但不是同時矛盾的

存在，而是前後期賦學觀念的變化帶來的角色轉換，如揚雄，後期成為漢

                                                   
21 ﹝晉﹞葛洪撰，程中毅點校：《西京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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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的批評否定者。另一種是作家與批評家角色一致，如司馬相如、班固等。

其三是讀者與批評家角色一致，如漢宣帝等。儘管多種角色可能在個人身

上得到和諧統一，或統一於此，或統一於彼，但整個漢代賦壇依然紛爭不

斷；作家、讀者、批評家自成陣容，各執一端，未能跑到一股道上。這種

錯位形成了漢代賦學批評始終爭論不休，漢賦否定論長期佔有相當市場，

並使大賦創作始終頂著巨大壓力負重前行。另一方面，頌美也好，諷喻也

罷，憧憬也好，刺弊也罷，虛辭濫說也好，宏麗之美也罷，在漢代社會文

化土壤中，各方都擁有自己的地位和市場，以至於出現「論者莫不詆訐其

研精，作者大氐舉為憲章」22的局面，而這又反映了漢代文化思想之包容。 
隨著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學界對文學藝術形式美的認識

不斷深入，「詩賦欲麗」，「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等嶄新的文學觀

不斷出現，漢賦的否定論自然漸次消歇，「美頌」精神在賦論中得以恢復，

「美麗之文，賦之作也。」自此，歷代而下，賦學批評雖或有否定之論出

現，但賦體文學終得以揚眉吐氣地演變發展，書寫自己驕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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